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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利用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 1. 67%。 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

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 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

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 对外出务工影响

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

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 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

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

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农户;创业;外出务工经历;互联网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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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逐渐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

优化、动力转换的三大“新常态”特点。 在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的过程中,文化程度低、先进

职业技能相对匮乏的农民工群体[1]面临较为严重的短期就业压力,相关研究发现,13. 26%的农民工

在返乡后处于失业状态[2] 。 因此,解决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成为各地政府工作的重点。 尽管如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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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返乡后并非尽然回归传统农业,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王

西玉等利用中国 9 省(市)13 县 139 个村的调研数据发现,至少有 4 成返乡农民工投身非农产业[3] 。
石智雷和杨云彦研究发现,回流劳动力中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高达 18. 4%[4] 。 农民工创业正逐渐

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涌入城镇,在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的同时,也积累了财富、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经验,激发了创业热情。 中国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数据

显示,截至 2016 年 11 月,我国乡镇企业共计 3
 

204 万家,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达 220 万人,创办小微

企业 23. 7 万家。 事实上,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为农民工创业积

累丰富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5-6] 。 农民工创业不仅实现了自身再就业,增加其家庭收

入,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 与此同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其信息传递、知识获取与新商业形态组建等功能在各层次创业中的作用也逐渐

引起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7. 72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5. 8%,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51. 7%),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 2. 09 亿,占比 27%。 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打破空间限

制,帮助创业家庭维系和巩固现有的社交体系;另一方面,互联网丰富了农村居民信息获取的渠道,
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对创业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城乡“数字

鸿沟、信息鸿沟”。 农村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与外出务工类似,对农民工信息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

累显然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故而在“万物互联”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互联网与外出务工经历

两种类似功效的行为对农民工群体的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

与外出务工经历这两种具有类似功效的行为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地方政府吸

引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新思路,即在农村地区推广、普及互联网,使农民能及时、全面获取市场信

息,把握创业机会,从而促进创业行为的实施。 其次,本文尝试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探
讨了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

的经验证据。 最后,本文研究探索了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与留守农民在创业决策、创业类型等方

面存在的异质性,为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有益参考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践

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

近年来,关于创业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日益丰富,涵盖企业家资源禀赋理论、创业动机理论等

创业理论。 一方面,企业家资源禀赋理论认为,创业是资源匮乏前提下的机会驱动过程,企业家创

业前的资源构成其创业的资源基础,影响着创业选择等系列决策,并将创业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资

本(economic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三个方面[7] 。 经济资本主

要是从信贷约束[8]进行分析;人力资本主要从创业者的个体特征展开分析,如受教育年限[9] 、金融

知识[10] 、年龄和职业技能[11] ;而社会资本则是从创业者的社会特征角度进行阐述,如社会网络[12] 、
宗族网络[13] 、人际信任[14]和社会规范[15] 。

另一方面,Gilad 和 Levine 于 1986 年提出了创业动机“推动理论”和“拉动理论”,其中“推动理

论”是指个体由于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对当前工作不满等因素而被迫创业,而“拉动理论”则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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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抓住好的创业机会、实现自身价值等因素而主动去创业[16] 。 围绕这一理论,学者们展开了系列讨

论。 相关研究表明,创业动机至关重要,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业模式[17] 、创业绩效[18] 。 朱红根

和康兰媛研究发现,与生存型创业动机相比,具有成长型和价值型创业动机的农民返乡创业的绩效

更好[18] 。
国际上,与外出务工经历密切相关的是海外工作经历与移民对创业的影响,国外学者对此进行

了大量研究[19-20] ,而关于从农村进城务工这一特殊活动对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则相对不足[21] 。 已

有文献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缓解了融资约束[5] 、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6] ,进而对农民创

业选择产生积极的影响。 周广肃等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增加融资比例和人力资本积

累促进创业,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资本[5] 。 而徐超等则发现,与留守农民相

比,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社会网络更广泛,且更容易获得创业资金、客户资源和经营许可[6] 。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企业家资源禀赋、创业动机、创业决策以及外出务

工经历两两之间的关系,而缺少四者的有机联系,忽视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之间的内在逻辑联

系。 基于此,本文从资源禀赋理论和创业动机理论出发,构建如图 1 所示的分析框架。 外出务工经

历能够通过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创业动机对农民创业产生影响,但外出务工经历本

身具有多样性,不同性质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近年来,随着进城务工农

民的教育水平逐渐提高,农民工的工作领域也从早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逐渐向多元化发展。 部

分农民工选择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合资企业以及民营私营企业这类组织结构更为严密,工
作专业化、部门化、正规化更高的企业类工作部门;同时,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中在事业单位、
村居委会等自治组织和社团等社会化组织工作;此外,部分农民工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选择个体工商

户、自由工作者这类组织结构更为松散、工作灵活度更高的职业。 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机制看,首
先基于职业选择模型[22] ,人们选择打工还是自我创业主要考察两类工作的风险以及对应的机会成

本,显然与农民工相对“低端、生存型”的创业行为相比较,在企业部门工作面临更低的收入风险,同
时在企业部门任职的农民工业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机会成本),按照职业选择模型的解释,农民工

在企业的工作经历将降低其创业概率。 其次,工作嵌入模型的研究表明,创业者先前的工作经验对

未来的创业可能性及成功概率存在重要的影响,之前的工作经历、知识技能、社会网络等资源内嵌

于个体之中,这些资源往往是个体创业的重要推动因素。 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在企业中大多从事简

单、低技能甚至是重复性劳动且劳动强度较大[1] ,不利于农民工积累创业所需的机会识别能力和专

业技能等这类核心资源。 而组织结构更为松散、工作性质更为灵活的社会、自治组织以及个体工商

户、自由职业者等这类工作经历对个体积累创业核心资源相对更为有利,同时之前的创业经历也有

利于下一份创业的开展,创业的中断与创业地点的转换也体现了组织再造与创业技能的积累,创业

者面临的市场环境、规制条件都发生了改变。 基于上述认识,在此提出本文的第一组研究假设。
假说 1a:相较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而言,有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提高其创业概率。
假说 1b:相较于企业类的外出务工经历而言,拥有社团、个体工商及自由工作等非企业工作经

历的农民工创业概率更高。
假说 1c:相对于民营企业类务工经历而言,其他企业类务工经历并不会显著影响农民工创业概

率,而社团、个体工商和自由职业等非企业工作经历能够提高其创业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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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外出务工经历作用机制

(二)外出务工经历与互联网

互联网的普及在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活动。 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互
联网的普及对创业具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互联网作

为信息高速公路,为潜在创业者在获取市场信息、发现创业机会等方面提供了便利。 创业活动的核

心即是利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发现和挖掘潜在的创业机会[23] 。 互联网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使人们

能够便捷地搜索和获取信息,加快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降低了信息成本,从而降低了创业门槛和

创业风险。 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人际联系,提升社会资本。 互联网的普及拓展了人们的

交流方式,如微信、微博、博客,显著增加了网络社会资本。 赵曙光实证分析了不同社交媒体与不同

类型社会网络的关系,研究表明,微信的使用能够维持基于弱关系的连结社会资本和基于强关系的

粘合社会资本,微博对基于维持关系的维持社会资本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24] 。 显然,互联网的使用

不仅能够使农民及时、全面获取市场信息,也正发挥着外出务工经历积累社会资本的功能。 互联网

使用在为潜在创业者建立新的社交联系的同时,也为其维持着原有的社会资本,这对外出务工农民

维持、巩固其家乡本地社会资本尤为重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甚至消除外出务工经历可能带

来的损害家乡社会资本的后果。 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组假说。
假说 2:控制其他因素不变,互联网的使用与外出务工经历存在替代效应。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异质性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对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有理由相信外出务

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一方面,外出务工者文化水平低、职业技能缺乏[1] ,大多从事简

单体力劳动,技术含量和劳动收入低,依靠外出务工工资积累的财富少。 《2016 年农民工监测报告》
显示,农民工年均工资仅为 42

 

864 元。 同时,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结交的人群普遍收入水平低,融
资能力受到社会网络经济实力的限制,这将严重制约农民工创业的规模。 创业类型可按照是否雇

佣他人为其工作分为雇主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25] ,不同的创业类型对创业者的要求则不同。 一般

而言,雇主型经营规模较大,资金准入门槛更高,因而对外部融资需求更高[26] 。 相比之下,自雇型创

业者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更多的是因无好的工作选择而被动地创业,其基本以家庭

成员为主,运营规模更小,因而对启动资金、管理能力等要素的要求更低。 事实上,现阶段农民外出

务工仍处于相对低水平阶段,外出务工积累资金有限,融资能力较差。 据此推断,外出务工经历对

要求更低的自雇型创业的正向影响更大,而对雇主型创业的影响则次之,甚至于并不会产生显著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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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是影响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主要通过审批程序、经商准入条件、政策资

源获取等环境来影响创业。 其中,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对创业的影响尤为突出。 非农户籍、本省或

本市户籍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自我雇佣的概率[27] ,而农民工多为非本市或外省户口,因而往往在

流入地遭遇不公平的待遇。 一般而言,城市户口的含金量越高、落户条件越高,对农村流动人口的

限制就越严格。 与此同时,家乡当地的创业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近年来,
为响应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农民

工返乡创业。 因此,户籍等制度环境的限制往往会迫使农民工远离迁入地而返乡创业。 据此推断,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会更倾向于在家乡当地创业,而非外地。 基于上述分析,在此提出本文的

第三组假说。
假说 3a:控制其他因素不变,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型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雇主型创

业的作用则次之。
假说 3b:相较于外地创业而言,外出务工经历更显著地提升了家乡本地创业的概率。

二、数据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2016 年的

农村户籍样本。 CLDS 是中山大学于 2011 年开始组织、每两年以中国大陆城乡村居为范围开展的

家庭劳动力动态追踪调查,其样本覆盖中国 29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西藏、海南),具有全国代表

性。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包括个体、家庭、村庄三个层次:(1)个体层次,涵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
育经历、工作经历、社会参与以及健康状况等重要信息;(2)家庭层次,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经

济、消费等信息;(3)村庄层次,包括村庄人口规模、宗族网络、经济水平、基层组织以及村落距最近

县或区政府的距离等关键信息。 本文研究的是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故将样本的年龄

限制在 15~ 64 岁之间(含 15 和 64 岁),同时剔除城市户籍、在校学生、离休人员以及因残疾、身心疾

病而不能参与劳动的样本。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创业,是二值虚拟变量。 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如果将工作区分为雇

员、雇主、自雇和务农四种,您看下面的定义,您这份工作应该属于哪一类?”问题,将回答“雇主”或

“自雇”的农村居民定义为创业者,并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根据这一定义,研究对象中具有创业

行为的样本占比为 10. 03%。 此外,本文将创业进一步细分为自雇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将回答“自

雇”的定义为自雇型创业,并赋值为 1,其余为 0;将回答“雇主”的定义为雇主型创业,并赋值为 1,其
余为 0。

2. 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涉及外出务工经历、前一次外出工作单位类型、有效借贷机会、创业动机、
互联网使用能力、互联网使用等变量。 其中,外出务工经历是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跨县流动半年

以上作为判定农民外出务工的标准,将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赋值为 1、无外出务工经历赋值为 0。 前一

次外出工作单位类型分为民营或私营企业、国有或集体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以及非企业①四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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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赋值为 1、2、3、4。 借鉴金江等[28] 的做法,基于问卷中“在本地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您可以向

他或她借钱(以 5
 

000 元为标准)的有几个?”这一问题,定义有效借贷机会这一二值虚拟变量,若 1
个可供借钱的当地人都没有,则有效借贷机会为 0,否则为 1。 此外,本文参照尹志超[10] 等的思路,
定义了创业动机变量,将因没有更好的工作而创业视为生存型创业,将为抓住好的创业机会而创业

视为机会型创业,将既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也抓住好的创业机会视为混合型创业并分别赋值为 1、
2、3。 本文还基于问卷中“请您评估一下您在以下方面的能力”这一问题,将“使用网上银行”和“网

上购买火车票”两个板块能力值进行求和,定义了互联网使用能力变量。 最后,本文定义了互联网

使用变量,基于问卷中“过去一年,您家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是?”这一问题,将回答“上网”和“不上

网”的分别赋值为 1 和 0。
3.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将影响创业的控制变量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如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教育水平、政治面貌、身体健康状况等;二是反映家庭特征的变量,如农村喜事送礼金额、家庭赡

养比(儿童、老人数量与劳动力人数之比)、人均土地面积等;三是反映村庄特征的变量,如村庄距最

近县 / 区政府的距离、是否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等。 表 1 描述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及基本统计特征。
表 1　 变量定义及统计特性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创业 职业类型为“自雇”或“雇主”为 1,其余为 0 9
 

738 0. 15 0. 36

外出务工经历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8
 

864 0. 23 0. 42

性别 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 13
 

585 0. 47 0. 50

年龄 年龄(岁) 13
 

585 43. 92 13. 48

已婚 目前已婚为 1,其余为 0 13
 

585 0. 82 0. 38

教育 受教育年限(年) 13
 

575 7. 78 3. 81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为 1,其余为 0 13
 

585 0. 04 0. 19

人均耕地面积 人均耕地面积(亩) 12
 

351 1. 39 4. 02

农村喜事送礼金额 农村喜事送礼金额(元) 13
 

322 3
 

079. 00 5
 

318. 00

家庭赡养比 儿童、老人数量与劳动力人数之比 13
 

585 0. 18 0. 17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人口规模(人) 13
 

585 5. 98 3. 02

家庭总收入 2015 年家庭总收入(元) 13
 

585 46
 

571. 48 45
 

427. 00

　 　 (三)实证策略

1. 计量模型
 

(1)本文基准的 Logit 模型。

Pr(Enterpriseifc = 1 x,c) = Φ(β0 +β1WC ifc + 
9

k = 2
βkX ifc + 

12

k = 10
βkF fc + 

14

k = 13
βkCc +εifc) (1)

其中,i 表示个体,f 表示家庭,c 表示村庄,即一个观测值由个体、家庭和村庄三个维度组成。 Xifc 、
Ffc 、 Cc 分别表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其中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WCifc 是核心解释变量。
如前文所述,外出务工经历这一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原因如下:首先,一些农户自身无法观测度

量的特质性因素(unobservable
 

heterogeneous
 

factors)可能既影响外出务工,又作用于其创业行为,从而

导致遗漏变量问题;其次,部分农民为了积累创业所需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才决定外出,
即创业决策在前、外出务工在后,进而导致逆向因果问题。 为解决以上内生性问题,本文拟采用工具变

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同时,将检验的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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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对创业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讨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对创业的影响,本文将对模型(2)进行估计。 其中,dum1 =

1、dum2 = 1、dum3 = 1 分别表示前一次务工单位类型为国有或集体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以及自由工

作者或个体工商户,dum1 = 0、dum2 = 0、dum3 = 0 均表示民营私营企业。

Pr(Enterpriseifc = 1 x,c) = Φ(β0 +β1dum1 +β2dum2 +β3dum3 +β4X ifc +β5F fc +β6Cc +εifc) (2)

(3)互联网使用对外出务工经历的替代效应。
此外,为考察互联网使用与外出务工经历是否存在替代效应,本文将对模型(3)进行估计,其中

internet 为互联网使用变量,1 和 0 分别表示使用互联网和不使用互联网,若交互项系数 β3 显著为

负,则二者存在替代效应,反之,则不存在。

Pr(Enterpriseifc = 1 x,c) = Φ(β0 +β1WCifc +β2internet +β3internet × WC +β4Xifc +β5Ffc +

β6Cc +εifc) (3)
2. 工具变量:2014 年村庄外出人口比

本文选取 2014 年村庄外出人口比(即 2014 年村庄外出人口数与村庄户籍人口数之比)作为个

体是否有外出经历的工具变量。 该变量基本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和相关性两个条件:(1)2014 年村

庄外出人口比只能通过农民现阶段外出务工唯一途径来影响创业决策,不会通过其他途径直接或

间接影响农户个体创业决策,满足外生性条件;(2)该工具变量与农民外出务工倾向呈正相关,满足

相关性条件。 另外,这一工具变量与“村内早期农民工数” [5] 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原因在于村

庄外出人口比消除了因村庄自身人口规模的差异所产生的规模效应。
3. 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如上文所述,外出务工农民和留守农民在自身特性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既影响外

出务工决策,又影响创业选择,从而导致自选择偏差。 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使用倾向得

分匹配方法,以此降低外出务工农民和留守农民之间的系统性差异。 其基本思想即是通过构造反

事实框架来估计某一政策或行为的执行所导致的因果效应。 具体到本文研究,由于无法观测到有

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在不外出状态下的创业行为选择,因此便无法估计外出务工经历的平均因果

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ATT)。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路即是指在没有外

出务工经历(控制组)的农民中找到某个农民 i,使得其与有外出务工经历(处理组)的农民 j 在协变

量上尽可能相似,用农民 i 的创业选择作为农民 j 在不外出状态下的创业选择的代理变量,从而构

造反事实结果,进而估计处理组的平均因果效应(ATT)。

三、回归结果

(一)基本结果

表 2 汇报的是 Logit 模型回归的平均边际效应,包含 6 个子回归,每个子回归逐步控制个体特

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社会资本变量以及互联网变量。 列(1)—列(4)逐步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

征和村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外出务工经历的平均边际效应虽有所下降,但逐渐稳定在 1. 6%左右,
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控制变量的选择对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并无太大的影响,从
侧面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列(4)显示,当控制个体、家庭以及村庄特征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

高了农民创业概率 1. 67%,占整个农村居民创业比例(10. 03%)的 16. 65%,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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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5) (6)

解释变量 外出务工经历 0. 046
 

8∗∗∗

(0. 009
 

2)
0. 014

 

8∗

(0. 008
 

0)
0. 016

 

3∗∗

(0. 008
 

0)
0. 016

 

7∗∗

(0. 008
 

3)
0. 016

 

3∗

(0. 008
 

5)
0. 016

 

0∗∗

(0. 008
 

1)

个体特征

性别 0. 064
 

6∗∗∗

(0. 007
 

4)
0. 066

 

8∗∗∗

(0. 007
 

5)
0. 069

 

3∗∗∗

(0. 007
 

6)
0. 059

 

7∗∗∗

(0. 008
 

0)
0. 067

 

4∗∗∗

(0. 007
 

6)

年龄 0. 022
 

1∗∗∗

(0. 002
 

7)
0. 018

 

9∗∗∗

(0. 003
 

0)
0. 019

 

4∗∗∗

(0. 002
 

8)
0. 018

 

8∗∗∗

(0. 003
 

0)
0. 020

 

1∗∗∗

(0. 002
 

8)

年龄平方 -0. 000
 

2∗∗∗

(0. 000
 

0)
-0. 000

 

2∗∗∗

(0. 000
 

0)
-0. 000

 

2∗∗∗

(0. 000
 

0)
-0. 000

 

2∗∗∗

(0. 000
 

03)
-0. 000

 

2∗∗∗

(0. 000
 

03)

教育 0. 013
 

3∗∗∗

(0. 003
 

6)
0. 011

 

7∗∗∗

(0. 003
 

7)
0. 012

 

5∗∗∗

(0. 003
 

8)
0. 012

 

3∗∗∗

(0. 004
 

0)
0

 

. 012
 

1∗∗∗

(0. 003
 

7)

教育平方 -0. 000
 

4∗∗

(0. 000
 

2)
-0. 000

 

5∗∗

(0. 000
 

2)
-0. 000

 

6∗∗∗

(0. 000
 

2)
-0. 000

 

5∗∗

0. 000
 

2
-0. 000

 

7∗∗∗

(0. 000
 

2)

已婚 0. 020
 

2
(0. 014

 

1)
0. 004

 

7
(0. 014

 

7)
0. 007

 

8
(0. 015

 

1)
0. 013

 

5
(0. 016

 

2)
0

 

. 006
 

6
(0. 015

 

0)

政治面貌 -0. 031
 

4∗

(0. 017
 

4)
-0. 031

 

5∗

(0. 017
 

4)
-0. 031

 

7∗

(0. 017
 

9)
-0. 041

 

6∗∗

(0. 019
 

8)
-0. 035

 

6∗∗

(0. 017
 

8)

健康水平 0. 018
 

1∗∗∗
 

(0. 003
 

8)
0. 012

 

6∗∗∗
 

(0. 003
 

9)
0. 010

 

0∗∗
 

(0. 004
 

0)
0. 007

 

8∗

(0. 004
 

1)
0. 007

 

8∗

(0. 004
 

0)

家庭特征

人均土地面积 0. 000
 

01
(0. 000

 

01)
0. 000

 

01
(0. 000

 

01)
7. 37e-06
(0. 000

 

01)
0. 000

 

01
(0. 000

 

01)

家庭收入对数 0. 046
 

5∗∗∗

(0. 004
 

3)
0. 041

 

3∗∗∗

(0. 004
 

3)
0. 035

 

3∗∗∗

(0. 004
 

6)
0. 034

 

0∗∗∗

(0. 004
 

5)

家庭抚养比 0. 006
 

2
(0. 021

 

0)
0. 003

 

6
(0. 021

 

3)
0. 000

 

4
 

(0. 022
 

6)
0. 002

 

3
(0. 021

 

5)

村庄特征

距最近县 /
区政府距离

-0. 000
 

5∗∗∗

(0. 000
 

1)
-0. 000

 

5∗∗∗

(0. 000
 

1)
-0. 000

 

4∗∗∗

(0. 000
 

1)

信用合作社 0. 018
 

1∗∗

(0. 008
 

4)
0. 012

 

0
(0. 009

 

2)
0. 014

 

4∗

(0. 008
 

3)

社会资本

宗族组织 0. 041
 

1∗∗∗

(0. 009
 

5)

第一大姓氏
人口比例

0. 000
 

3∗∗∗

(0. 000
 

1)

农村喜事送
礼金额对数

0. 020
 

4∗∗∗

(0. 005
 

1)

融资渠道 有效借贷机会 0. 020
 

1∗∗∗

(0. 004
 

4)

互联网

互联网使用 0. 040
 

1∗∗∗

(0. 008
 

0)

互联网能力 0
 

. 006
 

6∗∗∗

(0. 002
 

0)

观测值 8
 

757 7
 

869 7
 

458 7
 

271 6
 

112 7
 

267

伪 R2 0. 006
 

1 0. 062
 

9 0. 091
 

2 0. 090
 

1 0. 103
 

3 0. 097
 

7

　 　 注:报告平均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合到地级市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从列(4)可以看出,个体、家庭以及村庄特征也对创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就个体特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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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创业概率高出女性 6. 93%,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年龄与教育水平均呈倒 U 型分

布,这与现有文献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面貌的系数显著为负,即相较于非中

共党员而言,中共党员的创业概率更低。 同时,健康水平对农户创业概率具有正向影响。 除此之

外,婚姻状况对创业选择无显著影响。 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收入能够显著提高创业概率,这可能

是因为家庭收入为农民提供了创业启动资金,缓解了资金约束。 此外,人均土地面积和家庭抚养

比对创业的影响均不显著。 就村庄特征而言,距离最近县 / 区政府的距离与创业概率呈显著负向

关系,这可从信息获取的角度解释,距县或区政府的距离越近,掌握的市场信息、政策信息越充

分、越及时,故而距离近的农民能够及时捕捉创业机会,创业的概率更高。 同时,相较于所处村庄

无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农民而言,所在村庄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农民创业概率高出 1. 81%,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对创业选择的影响

为了探索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影响的“黑匣子”,本文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将研究

样本限定在汇报了前一份工作经历类型的受访者上,从而得到 729 个有效样本;同时,为了准确识别

受访者的前一份工作是否是在外出过程中进行的,本文采取如下识别策略:将受访者前一份工作的

开始时间限定在最近一次跨县外出时间和此次外出返乡时间这一区间内,这样可以确保汇报了上

一份工作经历类型的受访者的工作经历确实处于外出务工时间段,最终得到 128 个有效样本(其他

一些控制变量缺失导致最终样本仅为 99 个)。 最后,本文将前一次外出期间的工作单位类型分为

两大类,分别是:第一大类,国有或集体企业、民营或私营企业以及外资合资企业等企业部门类外出

务工经历,其中,国有集体企业 10 个观测值、民营企业 68 个观测值、外资合资企业 8 个观测值,民营

私营企业占比 79%;第二大类,居委会等自治组织、社团等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与自由

工作等非企业类务工经历,其中,事业单位 4 个观测值、社团组织 4 个观测值、个体工商户 16 个观测

值、务农 5 个观测值、自由工作者 13 个观测值,个体工商户和自由工作者占比 69%;同时,进一步对

企业部门类经历进行细分,划分为民营私营企业、国有集体企业、外资合资企业,以此来考察外出务

工经历异质性对创业的影响。 据此,本文对模型(2)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 3。

表 3 列(1)对研究假设 1b 进行验证,相较于企业类外出务工经历而言,非企业类外出工作经历

提高了创业概率 15. 78%,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究其原因可由职业选择模型与工作嵌入

模型加以解释,拥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农民工不仅具有更高的创业机会成本,同时在企业的工作经历

由于工作、工资、福利待遇等相对稳定,有助于形成较低的风险偏好,使其在权衡离岗创业与在岗工

作选择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在岗就业。 同时考虑农民工在企业工作大都从事劳

动强度较大、工作时间较长、工艺技能较低的简单重复型岗位,虽然工作相对稳定,但对其创业核心

技能与资源的积累与提升并不明显,故而非企业类外出务工经历对提高创业概率在经济及统计意

义上均显著。 表 3 列(2)对研究假设 1c 进行检验,相较于基准组民营私营企业而言,外资合资企业

经历、国有集体企业经历这两类企业工作经历均不会对农民工创业有显著影响,而非企业类外出经

历对农民工创业概率存在显著提升,这也符合前文的分析结果,职业选择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

效应。

76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3 期　 　 　

表 3　 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与创业

前一次工作单位类型 (1)外出务工样本
(基准组:外出务工且企业)

(2)外出务工样本
(基准组:外出且民营企业)

企业工作经历

是否为国有或
集体企业

0. 330
 

2
(0. 243)

是否为外资或
合资企业

0. 013
(0. 099

 

2)

非企业工作经历 0. 157
 

8∗∗

(0. 072
 

4)
0. 167

 

4
 ∗

(0. 088)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9 99

伪 R2 0. 268
 

1 0. 308
 

3

　 　 (三)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如前文所述,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决策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故本文选取了 2014 年村庄外出

人口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解决。 由于内生解释变量外出务工经历为二值虚拟变量,因而本文使

用两阶段回归进行内生性处理。 表 4 汇报了使用工具变量后的两阶段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村庄

外出人口比例与外出务工经历高度相关。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高农民

创业概率 10. 26%,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4　 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

(1)第一阶段:外出务工经历 (2)第二阶段:创业

2014 年村庄外出人口比例 0. 398
 

8∗∗∗

(0. 058
 

2)

外出务工经历 0. 102
 

6∗∗

(0. 047
 

4)

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7
 

341 7
 

282

R2 0. 076
 

2 0. 088
 

7

　 　 　 　 　 　 注:为节省篇幅,故仅报告了关键变量边际效应,下同。

2. 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

接下来,本文将按照拟定的稳健性检验思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解决由留守农民与有外出

务工经历的农民之间自身特性系统性差异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前,我们需

对匹配前后协变量的误差消减情况进行比较。 由表 5 可知,匹配前家庭收入对数、性别、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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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受教育年限等协变量在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差异。 匹配后,除距最近县或区政

府距离这一变量外,其余变量在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这表明总体匹配效果较好。
表 5　 平衡性检验表

变量 样本
平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偏差 T 值 P 值

家庭收入对数
匹配前 10. 297

 

0 10. 125
 

0 　 16. 20 　 6. 42 0. 000

匹配后 10. 360
 

0 10. 344
 

0 1. 50 0. 47 0. 639

性别
匹配前 1. 383

 

9 1. 531
 

3 -29. 90 -12. 29 0. 000

匹配后 1. 345
 

1 1. 343
 

2 0. 40 0. 11 0. 912

婚姻状况
匹配前 0. 864

 

4 0. 906
 

5 -13. 30 -5. 75 0. 000

匹配后 0. 859
 

9 0. 861
 

7 -0. 60 -0. 15 0. 880

距最近县城或

区政府的距离

匹配前 27. 135
 

0 27. 197
 

0 -0. 30 -0. 11 0. 915

匹配后 27. 747
 

0 26. 829
 

0 3. 90 -1. 56 0. 120

教育
匹配前 8. 152

 

5 6. 598
 

7 　 45. 50 　 17. 45 0. 000

匹配后 8. 275
 

3 8. 291
 

7 -0. 50 -0. 15 0. 877

人均土地面积
匹配前 17. 458

 

0 23. 076
 

0 -2. 40 -0. 92 0. 357

匹配后 12. 650
 

0 13. 166
 

0 -0. 20 -0. 10 0. 923

家庭抚养比
匹配前 0. 217

 

6 0. 203
 

1 7. 50 3. 02 0. 003

匹配后 0. 208
 

6 0. 212
 

4 -2. 00 -0. 63 0. 531

　 　 表 6 汇报了匹配结果,结果显示,匹配后的总体平均效应(ATE)为 0. 02,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 这表明,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后,外出务工经历仍对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

外,匹配后的 ATT 和 ATU 均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异值 P 值

ATT 匹配后 0. 16 0. 13 0. 03 0. 088

ATU 匹配后 0. 13 0. 12 0. 01 0. 083

ATE 匹配后 0. 14 0. 12 0. 02 0. 030

四、外出务工经历影响机制探讨

(一)外出务工经历影响机制

表 2 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创业概率 1. 67%,且宗族组织和农村喜事送礼金额

对创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考察外出务工经历是否会通过社会资本这一途径来提高创业概

率,本文将社会资本变量对外出务工经历进行回归。 本文参考周广肃等[29]的做法,将农村喜事送礼

金额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由于外出务工经历在短期内不会对是否有宗族组织产生影响,故

此处以农村喜事送礼金额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理论上,农村喜事送礼金额属于左侧截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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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因而本文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 表 7 列(2)结果显示,当个体、家庭和村庄特征均被控制后,
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喜事送礼金额,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进而外出务工经历通过社会资本

影响创业的机制得以验证。

创业的启动需要充足的物质资本作为保障,因而,启动资金匮乏成为阻碍创业实施的关键因

素。 由于中国农村借贷双方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展滞缓,农

户在创业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尤其是正规金融信贷约束,因此非正规信贷仍是满足农户

信贷需求的主要渠道[30] 。 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在帮助农民积累物质资本的同时,也有

助于其开拓融资渠道,尤其是民间融资。 一方面,打工是创业的前提,打工所带回的工资是农民创

业的主要启动资金,是其回乡发展的主要原始积累[3] ;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所带来的外部社会

网络形成了农户的“隐形担保”,使农户更易获得非正规信贷[31] 。 本文借鉴金江等[28] 的做法,使用

有效借贷机会来度量民间融资的可获性,进一步考察外出务工经历是否会通过这一途径对创业产

生积极影响。 表 7 汇报了外出务工经历对有效借贷机会的平均边际效应。 表 7 列(4)显示,即便在

控制个体、家庭和村庄特征后,外出务工经历仍能够显著提高有效借贷机会 2. 37%,且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增强民间融资可获性来促进创业行

为的实施。
表 7　 外出务工经历影响机制

(1)Tobit (2)Tobit (3)Logit (4)Logit (5)OLS (6)OLS

农村喜事
送礼金额

农村喜事
送礼金额

有效借贷
机会

有效借贷
机会

互联网
使用能力

互联网
使用能力

外出务工经历 0. 261
 

7∗∗

(0. 119
 

5)
0. 222

 

2∗

(0. 123
 

8)
0. 066

 

1∗∗∗

(0. 011
 

9)
0. 023

 

7∗∗

(0. 009
 

5)
0. 985

 

8∗∗∗

(0. 056
 

8)
0. 184

 

8∗∗∗

(0. 045
 

8)

个人特征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家庭特征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社区特征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1
 

447 1
 

327 10
 

111 9
 

851 10
 

111 8
 

756

伪 R2 0. 006
 

8 0. 019
 

7 0. 002
 

3 0. 046
 

7 0. 038
 

3 0. 473
 

0

　 　 除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外,人力资本同样对创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文提到,多数学者认

为农民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习得了新技能、积累了工作经验、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自身能力;尽管如

此,仍有少数学者认为外出务工者普遍文化水平低,即便是在外务工,也只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

缺乏学习机会,因而在人力资本因素方面与外出前并无差异[1] 。 为进一步为外出务工经历影响人

力资本的方向及大小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问卷中“请您评估一下您在以下方面的能力”
这一问题,将“使用网上银行”和“网上购买火车票”两个板块能力值进行求和,定义互联网使用能力

变量。 进而,本文将互联网使用能力变量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其产生的影

响。 表 7 报告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互联网使用能力的平均边际效应。 列(6)显示,在加入相关控制变

量后,外出务工经历对互联网使用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

信外出务工经历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对农民创业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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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出务工经历、创业动机与互联网

进一步,本文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动机二者的关系。 创业动机至关重要,其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创业绩效、创业模式。 相较于机会型创业而言,生存型创业者的创业热情更低、企业规模

更小、企业竞争力可能长期处于劣势地位。 由于被解释变量创业动机是三元的类别变量,因此本文

使用多元 Logit 模型进行了估计,并将生存型创业作为对照组。 表 8 列(1)、列(2)汇报了外出务工

经历对创业动机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生存型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机会型和混合型均不会产

生显著的影响。 因此,外出务工经历并不会通过创业动机对创业产生影响。
表 8　 外出务工经历、创业动机与互联网

(1)Mlogit (2)Mlogit (3)Tobit (4)Logit

机会型创业 混合型创业 农村喜事送礼金额 创业

外出务工经历
-0. 006

 

7
(0. 052

 

4)
-0. 001

 

6
(0. 030

 

1)
0. 203

 

0∗∗∗

(0. 011
 

8)
0. 038

 

5∗∗∗

(0. 008
 

7)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互联网使用 0. 347
 

5∗∗∗

(0. 00
 

1)
0. 016

 

7∗∗∗

(0. 004
 

3)

互联网使用×
外出务工经历

-0. 009
 

3∗

(0. 005
 

0)

观测值 520 520 1
 

673 7
 

561

伪 R2 0. 044
 

5 0. 044
 

5 0. 027
 

1 0. 090
 

9

　 　 如前文所述,互联网、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均对创业产生积极作用,而互联网与社会资本之

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互联网对社会资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尚未得出

一致的结论。 一方面,互联网提供的娱乐信息使人们疏远了家人、朋友,导致社会资本的减少;另一

方面,互联网的使用不仅能够通过拓展交流方式,维持、巩固现有社交联系,也能够通过促进经济个

体之间的沟通创造新的社交联系[32] 。 据此推断,互联网可能会强化或弱化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

影响。 本文将社会资本对互联网的使用进行回归,验证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方向及大小。

此外,本文还将互联网使用与外出务工经历进行交互,考察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强化或弱化外出务工

经历对创业的影响。 表 8 列(3)显示,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增加农民家庭的农村喜事送礼金额,这

可能是因为,互联网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使得人际交流更为便利。

这既能巩固当前亲朋之间的社交联系,也能开拓新的社交网络。 此外,列(4)显示,互联网使用会弱

化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互联网在积累社会资本等

方面正逐渐发挥着外出务工经历所具备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

五、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异质性影响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具有积极正向的作用,能够为创业积累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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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创业资源,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一方面,由于中

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存在,相较于拥有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而言,外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往

往在行政程序审批、经商准入条件限制、政策资源获取等方面遭到不公平待遇。 另一方面,近年来,
各地方政府为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纷纷出台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 流出地的创业

环境正逐步改善,对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的吸引力增强。 据此推断,相较于外地创业而言,农民工

更倾向于返乡创业。 因此,本文根据创业地点将创业划分为外地创业和家乡本地创业,并在控制个

体、家庭和村庄特征的情境下分别将其对外出务工经历进行分组回归,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地

点选择的异质性影响。 表 9 列(1)、列(2)汇报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地点的边际效应。 结果显示,
外出务工经历能显著提高家乡本地创业 1. 62%,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对外地创业的影

响在统计意义上则不显著。 进而,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地点选择存在异质性影响,假设 3a 得以

验证。
另外,本文还按创业类型将创业分为雇主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两类,不同的创业类型对创业者

的要求则不同。 一般而言,雇主型经营规模较大,资金准入门槛更高,因而对外部融资需求更高[26] 。
相比之下,自雇型者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更多的是因无好的工作选择而被动地创

业,其主要以家庭成员为主,运营规模更小,因而对启动资金、管理能力等要素的要求更低。 事实

上,现阶段农民外出务工仍处于相对低水平阶段,外出务工积累资金有限,融资能力较差。 据此推

断,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型创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在控制个体、家
庭以及村庄特征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雇主创业和自雇创业的影响。 表 9 列(3)、
列(4)报告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平均边际效应。 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使得自雇型

创业概率提高了 1. 9%,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外出务工经历对雇主创业的影响在统计意

义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 因此,外出务工经历对雇主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 3b 得证。

表 9　 异质性检验

(1)家乡本地创业 (2)外地创业 (3)雇主 (4)自雇

0. 016
 

2∗

(0. 009
 

2)
0. 004

 

7
(0. 002

 

9)
0. 001

(0. 002
 

5)
0. 019∗∗

(0. 007
 

6)

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7
 

252 5
 

720 6
 

751 7
 

443

伪 R2 0. 089
 

1 0. 337
 

6 0. 195 0. 077

六、结论及政策涵义

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

响。 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会显著提高农民创业概率 1. 67%,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稳健性检验

后,结果仍旧稳健。 现有文献多笼统地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而忽视异质性外出务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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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对创业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补充分析。 将外出务工经历进一步细分发现,在异质性的外出经

历中,企业部门务工经历并不会对农民创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务

工经历则显著提高创业概率。 机制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增加农村喜事送礼金额、有效

借贷机会以及提高互联网使用能力三条途径提高农民创业概率,但外出务工经历并未对创业动机

产生显著的影响。 同时,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与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一方面,互
联网能够通过增加农村喜事送礼金额,从而提高创业概率;另一方面,互联网会弱化外出务工经历

对创业的影响。 另外,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外地创业而言,外出务工经历对家乡本地创业的影

响更大、更显著;同时,外出务工经历对资金门槛低的自雇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雇主型

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
本文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为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建议,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府应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放宽户籍制度,清除农民工进城务工

的障碍,这是因为外出务工能够为创业提供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先决条件。 其二,本
文研究发现互联网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创业概率,能够维持和巩固现有的社交体系。 同时,互联网作

为信息高速公路,丰富了农民信息获取渠道,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 因此,政府应加快建立和完善

农村地区宽带基础设施,大力推动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使农民足不出户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及时

获取市场信息,抓住创业机会。

参考文献:

[1]DÉMURGER
 

S,GURGAND
 

M,LI
 

S,et
 

al. Migrants
 

as
 

second-class
 

workers
 

in
 

urban
 

China?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J]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9,37(4):610-628.
[2]谢勇,周润希.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J] . 农业经济问题,2017,38(2):92-101,3.
[3]王西玉,崔传义,赵阳. 打工与回乡:就业转变和农村发展:关于部分进城民工回乡创业的研究[ J] . 管理世界,2003

(7):
 

99-109,155.
[4]石智雷,杨云彦. 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2012,34(3):

 

151-162.
[5]周广肃,谭华清,李力行. 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J] . 经济学(季刊),2017,16(2):793-814.
[6]徐超,吴玲萍,孙文平. 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 CHIPS 数据的证据[ J] . 财经研究,2017,43

(12):30-44.
[7]PATRICK

 

F. Entrepreneurial
 

capital
 

a
 

resource-based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R] . Labour
 

Market
 

Dynamics
 

Research
 

Programme,Massey
 

University,2001:1-35.
[8]彭克强,刘锡良. 农民增收、正规信贷可得性与非农创业[J] . 管理世界,2016(7):88-97.
[9]谭华清,赵廷辰,谭之博. 教育会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吗?[J] . 经济科学,2015(3):103-113.
[10]尹志超,宋全云,吴雨,等.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 . 管理世界,2015(1):87-98.
[11]陈昭玖,朱红根.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支持的可获性研究:基于江西 1145 份调查数据[ J] . 农

业经济问题,2011,32(5):54-59,111.
[12]马光荣,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 . 经济研究,2011,46(3):83-94.
[13]郭云南,张琳弋,姚洋. 宗族网络、融资与农民自主创业[J] . 金融研究,2013(9):136-149.
[14]周广肃,谢绚丽,李力行. 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J] . 管理世界,2015(12):121-129,171.
[15]郑馨,周先波,张麟. 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 62 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J] . 经济研究,2017,52(11):59-73.
[16]GILAD

 

B,LEVINE
 

P. A
 

behavioral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supply[ J] .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1986,24
(4):45-54.

[17]刘美玉. 创业动机、创业资源与创业模式: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实证研究[J] . 宏观经济研究,2013(5):62-70.
[18]朱红根,康兰媛. 农民工创业动机及对创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 15 个县市的 438 个返乡创业农民工样

本[J]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5):59-66.

37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3 期　 　 　

[19] ILAHI
 

N. Return
 

migration
 

and
 

occupational
 

change[J] .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3(2):170-186.
[20]MCCORMICK

 

B,WAHBA
 

J. Overseas
 

work
 

experience,savings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st
 

return
 

migrants
 

to
 

LDCs[ J] .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48(2):164-178.
[21]刘新智,刘雨松.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基于 518 份农户创业调查的实证分析[ J] . 农业技术经

济,2015(6):4-14.
[22]BACKER

 

K
 

D, SLEUWAEGEN
 

L.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rowd
 

out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 [ J] .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3,22(1):67-84.
[23]COOPER

 

A
 

C,FOLTA
 

T
 

B,WOO
 

C.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search[ J] .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5,10(2):
107-120.

[24]赵曙光. 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社会资本的视角[J] . 国际新闻界,2014,36(7):146-159.
[25]ARDAGNA

 

S,LUSARDI
 

A.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
 

of
 

regula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ry
 

size[ J] .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0,8(2 / 3):594-605.
 

[26]李树,于文超. 农村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J] . 财经研究,2018,44(1):4-19.
 

[27]宁光杰,段乐乐. 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与收入:户籍的作用及改革启示[J] . 经济学(季刊),2017,16(2):771-792.
 

[28]金江,尹菲菲,张莉. 方言能力与流动人口的借贷机会:基于 CLDS 的经验研究[J] . 南方经济,2017(9):85-102.
 

[29]周广肃,樊纲,申广军.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J] . 管理世界,
2014(7):12-21,51,187.

 

[30]何广文,何婧,郭沛. 再议农户信贷需求及其信贷可得性[J] . 农业经济问题,2018,39(2):38-49.
 

[31]刘一伟,汪润泉.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居民贫困[J]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9):75-92.
 

[32]杨德林,胡晓,冯亚. 互联网应用与创业绩效: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J] . 技术经济,2017,36(4):53-62.
 

From
 

migration
 

to
 

entrepreneurship:
 

More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use
 

on
 

entrepreneurship
ZHANG

 

Jian1,ZHOU
 

Xiaoqiang2,
 

XIAO
 

Shishun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P.
 

R.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ow,
 

Wuhan
 

430073,
 

P.
 

R.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icro
 

data
 

from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in
 

2016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igr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migr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obviously
 

enhances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by
 

1. 67%.
 

By
 

using
 

the
 

IV
 

and
 

PSM
 

to
 

mitigate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the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And
 

the
 

employment
 

experiences
 

in
 

companies
 

don  t
 

have
 

an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but
 

the
 

self-
employment

 

experiences
 

could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which
 

provides
 

a
 

new
 

empirical
 

evidence
 

and
 

opens
 

black
 

box 
 

of
 

migr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nnels
 

of
 

migr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affecting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
 

findings
 

are
 

that
 

migr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can
 

enhance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social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and
 

the
 

motivation
 

is
 

not
 

the
 

channels.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or
 

effect
 

of
 

the
 

Internet
 

use.
 

Final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migr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ocal
 

entrepreneurship
 

rather
 

than
 

outl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ared
 

with
 

employer 
 

entrepreneurship 
 

the
 

migr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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